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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1928年:一个得而复失的宪政时刻
 
郑琼现

摘 要:1912-1928年,战火频仍的北洋政府时期是一个难得的宪政时刻,诸多宪政因子

的生长,为走向宪政奠定了基础:政治上共和政体逐步稳定,政治民主化有了一定的发展,
分权制衡的权力格局大致形成;经济上,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宪政奠定了经济条件和阶级基

础;民间组织、公共空间和时间的出现、30年的地方自治实践,为宪政准备了社会条件;司
法独立和法治社会的初现为宪政提供了法律条件。但是,北洋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使这一宪

政时刻出现了一个吊诡:在战火中孕育的宪政种子被战火烧焦,中国与宪政失之交臂。
关键词:北洋时期;北洋军阀;宪政

自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28年12月张学良通电宣布

“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的“东北易帜”,史称北洋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研究历来为

学界所重视,仅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统计,1994年到2011年间,以军阀为题的论文就

有420多篇,其研究集中在北洋政府时期的人物、事件、战争,也涉及到军阀特点、国家政

治制度等问题,多为史学界努力的结果,法学界对这一时期则表现出了足够的冷漠。然

而,从宪政的角度观察,北洋政府时期,从政治、经济、社会、法律各方面来看,已经孕育出

宪政的诸多因子,当时中国已基本具备实行宪政的条件。

一、政治的民主化和多元权力格局

从政治上看,当时的中国,共和政体逐步稳定,政治民主化有了一定的发展,分权制衡

的权力格局大致形成,基本具备了实行宪政的政治条件。
首先,辛亥革命使“家国”转为“民国”,即便是呼风唤雨的军阀,他们挂着“民国”招牌,

也不可能再完全按照封建专制时代的方式行事了,反对皇权专制成为了政治主流。袁世

凯称帝,娶了袁世凯家庭教师为妻的冯国璋公开反对,与护国军多方联络,1916年3月19
日牵头发表五将军密电,劝袁取消帝制,又于4月1日和16日两次公开致电劝袁及早退

位。娶了袁世凯义女为妻的段琪瑞对袁世凯称帝虽未刀戈相向,但在暗中多方阻挠,不遗

余力。与冯、段的态度相呼应,各省军阀纷纷效尤。这些表明,反对帝制、主张共和是当时

军阀们的主流意识。在这种意识之下,任何一个军阀控制中央政府后,为了证明政权的合

法性,都将“民国”作为法统,宣称主权属于国民,并保留了国会等民主共和的政权机构和

三权分立制衡的权力架构形式。我们可以谴责这种政权挂民主羊头、卖专制狗肉的虚伪,
但我们也得承认,这种虚伪至少是军阀们或主动或被动的向民主表示尊重的一种方式。
客观上,国会等民主政权机构的存在,为各种政治力量表达和维护自己或自己所代表的利

益提供了平台,为反对政府的某些方针政策、防止政府独断专行、实行民主政治提供了条

件。例如,1917年,段祺瑞提出对德参战案,5月10日众议院开全院委员会,审查此案,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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琪瑞属下指挥公民请愿团包围众议院施压,又殴打反对该案的议员,面对段祺瑞内阁的压力和专权,国
会中的进步党和国民党联合起来,于5月19日作出决定,缓议对德宣战案,先改组内阁。在国会的强烈

要求下,总统黎元洪于5月23日解除段祺瑞的职务。有人言:“北洋军阀时期的国会不是‘橡皮图章’、
‘表决机器’,而是真正起到了一些监督政府、制约行政权的作用。”(李庶民,2005:28)从对德参战案来看,
诚哉斯言!

其次,多种政治力量的共存造就了多元权力格局。这一时期,是军阀林立的时期。北洋军阀控制了

中央政权,被称为中央军阀,包括皖系、直系、奉系。在地方,又有把持着一省或数省的势力较大的军阀,
又称地方军阀,如滇系、桂系、晋系等。中央军阀与地方军阀之间、中央军阀各派系之间、地方军阀与地

方军阀之间,存在诸多利益冲突,他们实力相对均衡,谁也没有办法彻底消灭谁,被迫相互共存、相互制

衡①。这一时期,是统治权三分的时期。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军阀集团,虽然拥有中央和许多省份的政

权,但并未能将权力的触角伸向全国,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继续保持着对七八个省的地盘和十几万军

队的控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云贵两省及当地的一部分军队。这一时期,是
党派林立的时期,或是因为对议会政治充满幻想,或是因为怀抱理想和主义,或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
各种政治势力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从而使民初政坛派系林立,仅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就有或

大或小的政党政团300多个。以孙中山马首是瞻的革命党人,将矛头指向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势力,先后

发动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以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张謇等为首的进步党,既反对军阀为

首的“官僚社会之腐败势力”,又反对革命党“莠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形成了不可小觑的第三力量;此
外,新生的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了登台亮相,自由知识分子不断摇旗呐喊。凡此种种政治势力,形成了

军阀与军阀的角力、政党与政党的较量、在朝和在野的制衡,政治上的多元权力格局基本成型。在这种

权力格局之下,没有任何一个军阀可以大权永固,只有不同军阀的轮番上场;没有任何一种政治或军事

势力拥有压倒性优势来实行严密的专制统治,被迫与其他各种势力分享权力并受其它政治势力的制约;
各种政治势力为了自身的合法性和力量的延展,都不得不利用国会、集会、报刊等作为自己巩固权力、参
与政权、宣传观点、推销政策、笼络人心的手段。于是,分权、制衡、政治民主化相对得以发展②。我们从

当时的国会议员席位之争、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之争、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破坏约法和保护约法

之争中,当能感受到这种发展的迅猛之势。

二、社会空间的扩展和国家社会二分格局的形成

北洋时期,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裂变,传统的家国模式中出现了社会活动空间,在教育、医疗、
交通邮政、实业、市政、公益善举、公共营业等许多方面,政府权力已力不从心,不得不将管理权转移给民

间。于是,市民社会及公共领域出现了。
其一是大量社会组织的出现。“1895-1898年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派人士发起,人们

纷纷影从,组建起各式各样的学会,或为研究学术,或为集聚同道,或为改良习俗,或为谋求政治目的,一
时间熙熙攘攘。”(柳飒,2011:27)到军阀统治时期,政治性社团比清末的数量又多了几倍,构成了市民社会

的基础。章开沅等人发现,在这一时期,清末新成立的商会经商人的不断努力和抗争,“基本上保持了民

间法人社团的性质,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也表现出明显的自愿和民主原则,并体现了突出

的以契约性规章维持其内部运作的特征,称得上是近代中国最具市民社会特点的社会组织。”(章开沅、马

敏、朱英,2000:496)可以说,与商会组织相似,也具有市民社会特点的行会会馆、社区社团、慈善机构、学校

学会等,塑造了这一时期公民社会的主要形态③。在这些社会组织中,“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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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1918年1月,吴佩孚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主张召集“国民大会”以解决国是。1920年6月13日,吴佩孚率部撤防至郑州,通
电全国,主张召开“国民大会”,反对安福系包办的上海和会。这是军阀内部因为利益冲突或政见不同而形成权力制约情形的例证。
费正清观察到,在这一时期,不当权的城市上流人士努力动员下层阶级投身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展,是政治民主化相对得
以发展的明证。参见费正清、费维凯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页。
参见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闵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
究》,《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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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观念被涤荡而空,民主共和的观念成为主流;他们批判三纲五常,提倡个人解放,渴望法律上的平等人

权、伦理上的独立人格,主张思想言论的自由和生活经营上的自由,为宪政观念的传播和生长提供了平台。
其二是公共空间的出现,包括市民可以自由出入聚集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公共生活场所,如学校、街

头茶馆、广场公园、剧场影院、体育场、博物馆等场所,以及人们可以自由共享的虚拟文化空间,如作为大

众传播媒介的报刊等①。在五四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学校、广场和街道这些公共空间在民主宪政中的重

要意义。细察民国以来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公园和广场,我们会发现他们实际上是政府和民众博弈的

舞台。无论是当权的政府当局还是普通市民和民众团体,都喜欢利用广场和公园举行集会、游行、示威,
既有关系国家主权、呼吁抵御外侮的民众游行,又有要求提高待遇、维护权益、改善政治的请愿示威;既
有执政当局为了推销政策、缓和矛盾而举行的宣讲集会,又有革命者反政府的演讲聚会。凡此种种的公

共空间,不论是政府提供的,还是私人提供的,从产生的那一刻开始,便上演了市民社会和国家权力之间

的拉锯战,对此在宪政中的意义,哈贝马斯有过剖析:公共空间是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
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

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这种

政治讨论手段,即公开批判”(哈贝马斯,1999:32)。
第三是公共时间的出现。中华民族是一个异常勤劳的民族,在汉语中,休息近乎是懒惰的同义词,

除了年节、庙会之外,中国没有假日的概念。中国人的生产生活,农村基本上是以个人、家庭、宗族为单

位,在城市再加上行会会馆等单位,基本上是独立分散的行为,不需要大范围的统一时间,因此公共假日

是一个近代的词汇。通商口岸设立以后,外国人开设的洋行、机构、学校等一到星期天全部关门,国人于

是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是日也,工歇艺事,商停贸易,西人或赴堂礼拜,或携眷闲游”(张焘,1986:134)。
在这种形势下,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家店号,甚至聘有洋员洋匠的海关、机器局等官办机构,也不得不于

星期日停工休息。再后来,逢礼拜休息便成为商、工,乃至城市市民的作息习惯,自1902年至1911年,
学堂、官署相继实行了星期休息制度,辛亥革命以后,星期休息制度已经在城市里普遍实行。星期休息,
具有两个宪政意义。首先,促进了社会交往与公共活动,为开办学会、集会演讲、组织社会团体、开展各

种跨行业、大规模的公共活动提供了共同的时间;其次,培养了人们对于个人休息时间的权利意识和休

息时间不受工作打扰的自由意识,对此,李长莉认识到,“工作定时制度的推行,人们已经把个人拥有休

息时间作为一项基本的个人权利而捍卫,即使是下层劳动者也开始起而争取了。定时工作,保证休息时

间,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基本人权,休息权成为合法与正当的个人权利。”(李长莉,2007:29)

第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1898年开始的地方自治,大大促进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
使地方的权力结构和政权功能发生了良性的转变,激发了人民参政议政的热情,扩大了政治参与的管道

和范围,并使中国人获得了30年的民主历练。凡此种种,为实行宪政奠定了一定的社会条件。

三、司法独立和法治社会的雏形出现

民国成立之初,律法未制,法院未成,但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确定了司法独立的原则。
司法总长伍廷芳决定从“民国第一案”———“一日杀二烈士”的“姚荣泽案”②开始,寻求新的司法示范,
“以示尊重法律之意”③。在孙中山“中华民国建设伊始,宜首重法律”(孙中山,1982:14)思想的指导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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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
《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丁晓原:《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学术研究》2005年第2期。
“姚荣泽案”发生于1911年11月。此案的被害者周实、阮式系南社社员,同盟会友,奔走革命事业多年,1911年11月14日在淮安
宣布独立,以响应武昌起义。独立之日,前山阴县令姚荣泽匿不到会,阮式曾当众谴责其有骑墙观望之意,姚后来虽然勉强出任
司法长,但对阮式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1月17日,姚荣泽派人以议事为名,将周实、阮式骗至府学魁星楼下杀害。周实连中七
枪毙命,阮式被剐腹剖心,残害而死。参见张礼恒:《论辛亥革命期间伍廷芳与革命党人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1期。
伍廷芳在给孙中山关于此案审理的电文中,展示了西方式的司法模式:前准沪都督陈豪,电请将山阳县令姚荣泽提解来沪审讯。
兹据解到,亟应迅速审结,以分曲直。廷以为,民国方新,对于一切诉讼,应采用文明办法。况此案情节重大,尤须审慎周详,以示
尊重法律之意。拟由廷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承审,另选通达事理、会正和平、名望素著者三人为陪审员,并准两造聘请辩护士到
堂辫护。审讯时,任人旁听。如此,则大公无私,庶无失出失入之弊。如以为可行,请即电复照办。参见韩秀桃:《民国元年的司
法论争及其启示———以审理姚荣泽案件为个案》,《法学家》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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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司法独立制度,抵挡住了革命同志报仇雪恨的冲动。整个北洋时代,由于强权、民意与司法的激烈

交锋和纠缠,司法独立这叶小舟摇摇晃晃,但依然顽强地带领中国向法治的目的地进发,“姚荣泽案”是
北洋时期司法状况比较贴近的样本。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天坛宪法》、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等确定的司法独立体

制为中国实行宪政创造了法治条件。《临时约法》第50条、《约法》第47条、1923年《宪法》第100条规

定:“法院之审判,须公开之”;《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51条规定:“法官独立审判,不受上级官厅之干

涉”,1923年《宪法》第101条进一步规定“法官独立审判,无论何人,不得干涉之”,《临时约法》第52条、
《约法》第48条、1923年《宪法》第102条规定:“法官在任中不得减俸或转职,非以法律受刑罚宣告,或
应免职之惩戒处分,不得解职。惩戒条规,以法律定之”。为了保障法官独立、公正和超然地位,北洋政

府还多次以大总统令、司法部令等方式规定法官不得不得兼任行政职务、议员,不得兼任其他有报酬的

职务,尤其强调法官应超然于党派之外。
北洋时期的司法独立,绝不是写在法律文本中蛊惑人心的,而是国家权力运行中的一种常态。王宠

惠任司法总长时,其整顿司法的第一要务就是实行司法独立,“故司法官之任用,虽属于司法行政,惟既

经任用之后,非依据法律不得干涉之。诚依司法权之行使,寄之以司法官,欲令其保障人民,不得不先予

以法律之保障。夫然后司法官独立审判,非惟不受行政之干涉,并不受上级司法官之干涉,始为真正独

立之精神”①。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时,也以确保法官独立审判为要务,使司法官在审判时“专凭法律为准

绳,不受他力之牵制”(吴永明,2005:82)。1917年4月,国务院在复众议院的咨文中,强调遵循司法独立

的原则:“下级审判厅法官所为判决,只须在法律范围以内,纵使误解法令以至判决不当,亦不能遽加以

处分,以法官有独立审判之权也。此为绝对之原则,亦即司法之精神。”②北洋时期,地方军政合一,长官

权高位重,干预司法之事在所难免,为改变这种状况,北洋政府也尽力而为。1920年2月,司法总长朱

深向政府递交“明令申禁地方长官不得干涉司法以重法权”的呈请,未几,北京政府颁发大总统令:“嗣后

各省军民长官,凡关于司法事务,除有法令明文规定外,均应恪守权限,毋滋凌越。”③禁止地方长官干涉

法官的司法权。
从民国时代的三个事件,可窥当时司法独立之一斑。一是宋教仁案,1913年3月30日,宋教仁在

上海被刺身亡,上海地方检察厅将取得的证据予以公布,检察长陈英以“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洪述祖均

涉宋案嫌疑”,票传二人归案备讯。赵秉钧虽“气愤几死”,但承诺到庭,称愿与袁世凯同到法庭与凶手对

质。这一案件表明最高权力服膺于法律和司法之下,写下了当时司法独立的伟大篇章。二是应德宏案。
袁世凯称帝前夕,欲以盗用公款罪剪除江苏民政长官应德宏,大理院民三庭庭长朱学曾受命对该案进行

审查,经多方查证,朱学曾未发现应德宏的犯罪证据,于是宣告应德宏无罪释放。袁世凯见朱学曾如此

不顾其授意,非常恼怒,大骂道“该推事株守法例,守法太过”。袁世凯的这一骂词,被后人看作是“民初

司法官坚持独立审判、不畏强权的表征”(吴永明,2005:208)。三是“金法郎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法国金融混乱,通货膨胀,法郎暴跌,纸币法郎只值现金三分之一,中国用较少的银两,即足以偿付法国

的庚子赔款。为了使赔款不受法郎贬值的影响,法国要求中国按金质法郎而不是金本位法郎支付赔款,
炮制了所谓“金法郎案”,要求北洋政府遵照执行,1925年4月段祺瑞政府决定接受“金法郎案”,使中国

在对法、美、比、意等列强的赔款中蒙受损失。在此情况下,京师地方检察厅派检察官翁敬棠调查此事。
翁敬棠经6个月的侦查,确认接受“金法郎案”,使中国损失8000多万,外交总长沈瑞麟和财政总长李思

浩已构成外患罪,应处无期徒刑,前司法总长章士钊为该案从犯,应一并追究。一个地方检察官侦查和

追究中央政府的行政行为,中央政府不敢公然妄加干涉。这说明80年前的司法独立并非是虚构的。北

洋时期,多元权力格局带来的分权制衡,为宪政所追求的有限政府的建立提供了可能;社会政治民主化

为各种利益诉求提供了渠道,也为宪政提供了起码的基础;司法独立使中国2000多年以来桀骜不驯、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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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王总长发表政见书》,载《司法公报》1912年10月5日。
《答复现时军政民政司法隐弊有无救正办法》,载《.司法公报》1917年4月30日。
《令禁地方长官干涉司法》,载《东方杂志》第17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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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妄为的行政权臣服于法律之下,为权力的规范运行和权利的保障提供了平台;经济自由使中国由身份

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型,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和社会空间的扩展,在压缩国家权力的同时,为权利和自由

的生长拓展了空间。遗憾的是,北洋军阀之间战乱频频引发的民不聊生,使其政权合法性尽丧,于是,在
北洋军阀战火中孕育的宪政种子,又被北伐的战火烧焦。北伐以后,国民党力量空前强大,使政治、行
政、司法甚至思想领域全面党化,政治民主、司法独立、权力的自制和它制逐渐倒退,经济自由化的趋势

被经济的官僚资本主义化趋势取代,权利、自由和自治的生长空间在消灭异党和异己分子的重压下快速

萎缩……。于是,民初那个宪政的时刻得而复失,中国遂与宪政失之交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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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elopment&DoomofConstitutionalisminChina(1912-1928)
ZhengQiongxian (AssociateProfessor,SunYat-SenUniversity)

Abstract:Historicallyspeaking,theperiodofNorthernWarlordsprovidedagreatopportunityforConstitutionalism,withva-
riouselementspavingthewayforitsdevelopment:Politically,therepublicformofgovernmentgraduallygrewstable,when

politicaldemocracyachievedsignificantdevelopmentandthesystemofchecksandbalanceroughlyformed;Economically,the

prosperingofcapitalismlaidasolideconomicandclassfoundation;Non-governmentorganizations,publicspaceandtimeand
thirtyyearsoflocalself-governmentformedreadysocialconditions;Finally,theindependenceoflegislationandtheruleof
lawofferedrelatedcondition.However,theissueconcerningtheNorthernWarlordsGovernment’slegitimacythrewconstitu-
tionalismincrisis:theConstitutionalismwhichwasconcievedinwareventuallygotdevouredbywar.Chinamissedtheop-
portunityofconstitutionalism.
Keywords:theperiodofNorthernWarlords;NorthernWarlords;co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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